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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武汉市居民的调查研究表明，受访者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与转基因食品认知、体制性信任呈正相关关系，

且体制性信任的影响大于认知的影响。较高的知识水平可开启“认知通道”，有利于公众理性选择。体制性信任是公众接

受科学知识的必要条件和应对风险不确定性的重要手段。要提高我国公众转基因食品接受度，需在提高认知和构建信任

两方面同时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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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对转基因食品态度的实证研究
——基于转基因食品认知和体制性信任的视角

卫 莉
（湖北经济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武汉 430205）

一、引言

农业转基因生物技术作为我国应对粮食生产危机的重要手段，国家非常重视，但公众却对转基因食品

的安全性有着普遍的担忧和质疑，且陷入“我就是不信”的本能式怀疑。加强转基因“科学普及”虽已写入中

央一号文件，然而从某种程度上讲，我国当前转基因科学普及的难度已大过科学研究的难度[1]。

转基因争议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学界关于公众抵制转基因食品的原因及如何提高公众接受度有两种

不同的观点。转基因技术研究者及相关科普工作者认为，公众抵制的原因是由于相关知识的欠缺，不了解

而引起的误解，需对公众进行科学普及以提高公众认知消除其误解[2]。而来自社会学等领域的相关研究者

则认为公众态度和认知并无直接关系。如有学者指出，“知识越多——包容的也就越多”是典型的缺陷型思

考模式[3]；还有学者指出，相关知识的增加既可让公众更加接受也可让公众更加拒绝转基因食品[4]，影响公众

转基因食品态度的主要因素是其对相关体制及专家的体制性信任，要想让公众接受转基因食品，必须构建

体制性信任，单向度进行科学普及没有意义[5]。

上述两种观点所对应的是改变公众态度的不同路径：进行科学传播和构建公众信任。那么，针对中国

公众目前的状况，要改变他们的态度，哪一条路更为行之有效？或者两者都必不可少？是否会出现欧洲社

会曾经经历的那样：政府为了让公众接受转基因食品投入大量资金进行科学普及，结果却是公众在掌握了

更多知识后对转基因食品更加顽固拒绝[4]？这是一个值得认真研究的问题。

中国目前在科技争议方面的实证研究严重不足，很多理论探讨仅仅只是建立在西方实证研究的基础之

63



2018年3月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 第16卷 第2期

上[6]。就转基因食品争议而言，学界虽有一些实证研究，但在已有研究中，较为缺乏对我国公众转基因认知、

体制性信任对转基因食品态度影响的比较分析。笔者认为，只有通过实证研究厘清我国公众转基因食品态

度和转基因食品认知、体制性信任之间的关系，才能有针对性地提出提高我国公众转基因食品接受度的对

策建议。

二、研究设计与数据分析

（一）研究设计

本研究的重点是公众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与转基因食品认知和体制性信任之间的关系。研究采用定

量调查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通过发放问卷进行调查，运用SPSS20.0软件对回收问卷进行数据分析，并

综合运用科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对调查结果进一步分析探讨。本研究选择武汉市

居民作为调研对象。武汉市作为我国中部典型的大型城市，在居民身份、受教育程度、可支配收入、消费习

惯等方面，层次完整，多样性丰富，可以作为较理想的样本。调查问卷是在梳理国内外文献、深入分析相关

理论的基础上设计而成。为达到预期效果，问卷初步设计后进行了小范围试调查，根据试调查的结果修正

存在的问题后正式确定。问卷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对转基因食品的认知状况、对转基因食品的接受状况、

对相关体制及专家的信任状况、个人特征信息。

（二）数据分析

调查采取分层取样的方法，选取武汉市有代表性的超市和小区各5个，每个区域发放70份问卷，共发放

问卷700份，实际回收问卷665份。经过对回收问卷进行筛选之后，实际有效问卷为631份。对有效问卷运

用统计软件SPSS20.0进行数据处理，并运用皮尔逊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等统计方法对假设内容进行验证。

1. 受访者对转基因食品的认知度和接受度较低

统计结果显示，受访者对转基因食品的认知水平总体较低。受访者选择“非常了解”的只有2.22%，“比

较了解”的有19.81%，“不太了解”和“完全不了解”分别为27.58%和5.55%，“一般了解”的有44.85%。以1～
5分为“不了解”到“非常了解”赋分，受访者对转基因食品的平均认知度为2.86分。总体而言，受访者对转基

因食品了解不多，认知程度不高。

调查表明，受访者对转基因食品的接受程度偏低。“不太接受”和“完全不能接受”分别占到 41.52%和

18.23%，“一般接受”有25.52%，“比较接受”和“完全接受”比例较低，分别只有7.92%和3.49%。以1～5分计

分，受访者对转基因食品的平均接受度为2.27分，接受程度偏低。而在“您最关注转基因食品哪个方面”的

问题中，86.53%的受访者选择最关注“安全”方面，远高于对营养价值（4.44%）、价格（0.95%）等其他方面的关

注。以上结果表明，受访者对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有很大担忧，从而对转基因食品表现出较高的警惕性。

2. 转基因食品认知与态度呈正相关关系

把受访者对转基因食品的认知和态度做相关分析，结果表明，认知与态度呈正相关关系（r=0.177，P=
0.000），对转基因食品的认知度越高，接受度越高。相关分析还发现，受访者认知与其对转基因食品前景的

乐观程度也呈正相关关系（r=0.131，P=0.001），对转基因食品的认知度越高，越看好其发展前景。两个相关

分析的相关系数 r值虽然并不算高，是弱相关关系，但两者结论一致都为正相关，还是能表明，受访者对转基

因食品了解得越多，越倾向于接受。

3. 受访者对相关体制及专家的信任度偏低

统计结果显示，对来自“政府管理部门”的转基因信息，“非常相信”的受访者仅占2.69%，“比较相信”占

22.5%，而“不太相信”和“完全不相信”分别为31.06%和6.66%，“一般相信”占34.23%。以1～5分计分，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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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度为2.75分。可以看出，受访者对政府管理部门持相当程度的怀疑。

对国内外转基因科学家，受访者均表现出较低的信任度。对来自“国内转基因科学家”的信息，受访者

“非常相信”的只有2.06%，“比较相信”有15.85%，“不太相信”和“完全不相信”分别占34.39%和7.45%，“一般

相信”为33.91%，平均信任度为2.52分。受访者对“国外转基因科学家”平均信任度为2.54分。国内与国外

相比无显著差异，均属较低水平。这种现象值得我们注意，转基因科学家理应是转基因最权威的发声者，而

受访者的信任水平无疑是偏低的。

同时我们注意到，虽然受访者对专业科学家持较低的信任度，但仍略高于对“传媒公众人物”的信任度

（M=2.34分），这说明，与专业科学家相比，受访者对无专业背景的传媒公众人物持更谨慎的怀疑态度。而受

访者对“民间环保组织”的信任度（M=2.56分）又略高于对专业科学家和传媒公众人物的信任度，这表明，民

间环保组织虽同样不具备专业知识，但由于其利益的独立性和组织的公益性，受访者信任度较高。

4. 体制性信任与转基因食品态度呈正相关关系

把受访者对“国内转基因科学家”“国外转基因科学家”“政府管理部门”“科研管理体制”的信任与转基

因食品态度做相关分析，结果表明，这几个方面的信任和态度均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见表1）。而与此形成对

比的是，受访者对“民间环保组织”的信任与转基因食品态度基本无关。由此可见，与民间环保组织相比，政

府管理部门、科研管理体制及科学家等体制因素对公众态度有显著影响。

表1 信任和转基因态度相关分析

接受度Pearson相关性（r）
显著性（双侧P）

国内转基因科学家

0.422
0.000

国外转基因科学家

0.404
0.000

政府管理部门

0.388
0.000

科研管理体制

0.251
0.000

民间环保组织

0.052
0.190

受访者对科学家的看法与转基因食品态度的关系从另一个调查结果也可看出，对是否认为转基因科学

家利益相关做出不同判断的受访者，转基因食品态度显著不同：认为利益无关的受访者转基因食品接受度

最高（M=2.60分），认为利益相关的接受度最低（M=2.17分），而不确定是否利益相关的受访者接受度也较低

（M=2.22分）。由此可见，受访者对转基因科学家的看法对转基因食品态度有很大影响，他们更信任利益无

关的科学家，对科学家的信任越高，越倾向于接受转基因食品。

5. 信任对态度的影响大于认知对态度的影响

把受访者对“国内外科学家、政府管理部门、科研管理体制”的信任均值和转基因食品认知作为转基因

食品态度的影响因子进行回归分析（见表2）。可以看出，信任均值与态度的回归系数B值较大（0.573），这说

明，随着信任的不同，受访者转基因食品态度有较大变化，换言之，信任对态度有较大影响。

如表2所示，与信任均值和态度的回归系数相比较，认知和态度的回归系数相对较小（0.110），这表明，

认知对态度会有一定影响，但其影响力明显小于信任对态度的影响。

表2 信任均值、认知对转基因态度影响的回归分析

模型

1 （常量）

信任均值

认知度

系数 a

非标准化系数

B
.520
.573
.110

标准误差

.153

.044

.043

标准系数

试用版

.463

.091

t
3.392
13.079
2.555

Sig.
.001
.000
.011

注：a.表示预测变量：（常量），下表同

进一步把受访者对“国内转基因科学家”“国外转基因科学家”“政府管理部门”和“科研管理体制”的信

任作为转基因食品态度的影响因子进行回归分析（见表3）。可以看出，受访者对“政府管理部门”的信任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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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度的回归系数B值最大（0.208），这表明，在几个方面的信任中，受访者对政府管理部门的信任对转基因态

度影响最大。回归系数次之的是对“国外转基因科学家”的信任（0.187），大于“国内转基因科学家”的回归系

数（0.147），这说明，受访者对国外科学家的看法比对国内科学家的看法更能影响到转基因食品态度，由此可

以判断，对于受访者而言，国外科学家比国内科学家更具权威性。回归系数最小的是对科研管理体制的信

任（0.052），这说明，与其他因素相比较，受访者对科研管理体制的看法对转基因食品接受度的影响较小，由

此可以判断，在受访者看来，相比较于政府管理部门和科学家，科研管理部门和转基因食品的关系较弱。

表3 不同信任对转基因态度影响的回归分析

模型

1 （常量）

对政府管理部门的信任

对国内科学家的信任

对国外科学家的信任

对科研体制的信任

系数 a

非标准化系数

B
.736
.208
.147
.187
.052

标准误差

.117

.043

.049

.042

.033

标准系数

试用版

.206

.153

.206

.060

t
6.279
4.885
2.999
4.437
1.599

Sig.
.000
.000
.003
.000
.119

三、认知和信任对转基因食品态度影响原因分析

从以上数据分析可以看出，我国公众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受到了公众转基因食品认知和体制性信任两

个方面的影响，且均呈正相关关系。而公众转基因食品态度对转基因食品认知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可以从心

理认知规律和我国社会实际状况两个方面去解释；公众转基因食品态度和体制性信任之间之所以存在正相

关关系，主要原因在于信任不仅是科学知识传播的重要手段，而且是公众应对风险的重要手段。

（一）我国公众转基因食品态度和认知的关系

本研究表明，受访者对转基因食品的认知和态度呈正相关关系，此结论与对美国公众的研究结论一致，

与对欧洲公众的研究结论不一致。美国学者两次全国性的调查均表明，美国公众相关知识和转基因态度有

一定的正相关关系[7]，而在英国、瑞典、瑞士等欧洲国家的研究表明，欧洲公众相关知识和转基因态度没有显

著相关性或相关性非常弱[6]。而且，如上文所述，欧洲社会所经历的事实是，公众对转基因的认知提高后，接

受度反而下降。可以看出，由于社会文化状况的不同，不同国家公众转基因认知和态度的关系存在一定差

异。我国公众转基因认知和态度的正相关关系，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解释。

一方面，从心理认知的角度看，与较低的知识水平相比，较高的知识水平更易于启动“认知通道”，让公

众基于风险和收益的角度对转基因食品做出权衡和判断[8]，而不是简单拒绝。“认知通道”包含了社会环境、

知识背景、信仰、习惯、对外界的敏感性等多方面复杂因素的认知框架，开启“认知通道”需要认知者具备一

定的相关知识。转基因认知度较低的公众，由于缺乏做出判断所依据的知识，较难启动“认知通道”，从而更

倾向于从“天然的就是最好的”的自然主义角度对转基因完全拒斥。而对转基因知识了解和掌握得越多的

公众，越容易启动“认知通道”，更倾向于理性选择而不是简单拒绝。这可以从一定程度上理解我国公众转

基因认知和态度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当然，由于影响公众态度的因素较为复杂，不同的社会状况，这个规律

体现得往往并不明显。

另一方面，从我国实际来看，近些年部分公众人物和学者对转基因的公开质疑，使公众出现恐慌心理而

对转基因存在一定误解，因此，对我国公众而言，提高转基因认知实际是消除误解减少恐慌逐步建立信心的

过程。近几年在国内“反转”话语权赢得了绝对的优势[9]，其声音远大于“挺转”的科学家的声音，公众所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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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转基因负面信息也远多于正面信息，信息的不对称必然导致误解。我国公众近些年转基因态度的变化也

证明了这一点，有数据表明，我国公众从2003年至2012年接受转基因食品的比例从约60%下降到约24%，

抵制比例由约 9%上升到约 42%，认为转基因食品不安全比例从约 17%上升到约 46%，认为安全比例由约

35%下降到约13%[10]。这个时期我国公众对转基因的认知状况和对体制的信任状况并无显著变化，而转基

因态度却发生如此大的变化，可以判断其中的原因是受到了“反转”舆论的巨大影响，公众对转基因的恐慌

和误解也因此而生。

（二）体制性信任对公众转基因食品态度的重要意义

本研究表明，公众体制性信任和转基因食品态度呈显著正相关关系，此调查结论与西方学者对西方社

会的研究一致，也印证了国内学者关于体制性信任对我国公众转基因食品态度有影响的观点。笔者认为，

体制性信任对于公众转基因食品态度的重要性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去理解。

一方面，信任是人们接受科学知识的重要条件。在科学体制化之前，对个人的信任是科学发展的基

础。英国科学史家史蒂文·夏平的研究表明，在17世纪的英国，新兴的经验科学建立在彼此信任的绅士文明

基础之上，对绅士的信任在保证知识的客观性和真理的建构中起到了决定作用[11]63，是否愿意把一个自己没

有亲身验证的结论视为客观事实，是否愿意接受有悖于自己过去经验的结论，取决于对绅士身份的认可和

对其德行的信任。在科学体制化了的现代社会，科学家的活动服从于体制的严格规范，体制因而就代替个

人德行成为知识客观性的保证，人们对科学知识的接受实际上源于对体制的信任。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

韦伯指出，“科学作为一种职业”是一个转折点，其标志着知识分子的德行作为知识客观性担保者的传统，转

变成了对他们身处其中的特殊社会结构的承认[11]405。史蒂文·夏平也讲到：“当我们‘信任’—‘虔信’—现代

的知识和技术系统时，我们的信念现在被广泛认为不在于与个人有关的道德特征，而在于隶属于体制的真

正的专门技术。个人的专门技术本身就被认为是由体制担保的，他们所讲的知识来自体制，体制是其专门

技术的最终来源。”[11]405换言之，相关体制作为科学知识客观性的重要保证，公众对其的态度与公众是否接受

相关知识有很大关系，如果公众失去了信任，他们倾向于质疑相关知识。

体制性信任不仅是公众接受科学知识的重要条件，另一方面，它也是公众应对风险不确定性的重要手

段。20世纪90年代以来，风险传播学的多项实证研究表明，公众对有潜在风险的新技术的“理解”与“接受”

来自他们对相关体制及专家的认同和信任，这种信任感是公众界定风险的重要前提[12]。这是因为，从心理学

的角度来看，信任能有效增加公众“对不确定性的承受力”[13]。面对有潜在风险的新技术，信任能从心理上减

轻不确定性和风险带来的压力，使公众倾向于接受风险技术，因为“行动的可能性随着信任的增加而成比例

的增加”[14]。而不信任却正好相反，因为信心下降，“为保护自己免于更大的风险和弱点，人们形成了防御性

的悲观主义意识……他们可能具有相对封闭的心灵，好像他们已得出结论：他们的同伴并不真正关心他们

或他们之间的关系，并且他们据此做出对他人的行动反应。其他人的积极行为将被看作是可疑的”[14]140。可

以看出，由不信任产生的防御性悲观主义会使得公众为了避免可能出现的风险而彻底拒绝风险技术。

（三）体制性信任产生的条件和我国公众体制性信任的缺失

体制性信任对公众转基因食品态度如此重要，那么，又是什么决定了体制性信任？美国社会学家伯纳

德·巴伯关于信任的理论表明，信任的实质是期望，包括两个方面：对信任对象履行其信用责任和履行其角

色技术能力的期望[15]。就公众对相关机构和专家的信任而言，这意味着，公众对相关机构和专家有两个方面

的期望：利益无关站在公众的立场；较强的风险管控能力。

从本研究的一个调查结果也能看出公众对上述两方面的期望。上文已述，相对于非专业的公众人物，

受访者更愿意相信具专业背景的科学家；而相对于受访者认为很有可能是利益相关的科学家，受访者更愿

意相信虽非专业却利益独立的民间环保组织。两相比较可以看出，非利益相关和专业能力是公众体制性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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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产生的基本条件。关于欧洲公众的一项调查也支持这一结论，在被问到更相信哪个机构的转基因信息时，

26%的欧洲公众选择环保组织，选择大学的只有6%，而选择国家公共机构与工业界更是低到4%和1%[3]，可

以看出，欧洲公众首先选择的是非利益相关，其次选择的是专业性，而这两个方面都不具备的工业界则很难

赢得公众信任。

当前我国公众对转基因科学家和相关管理机构的信任是缺失的。对转基因科学家信任缺失的主要原

因是公众对其利益相关的质疑。在本次调查中，只有 17.59%的受访者认为转基因科学家非利益相关，

38.83%的受访者认为利益相关，43.58%持不确定的怀疑态度。公众对科学家是否利益相关的判断决定着他

们基本的价值认同，当公众觉察出科学家与他们具有相似的价值立场时，他们就愿意相信科学家有保护自

己为自己负责的意愿，这也就具备了信任产生的基本条件，信任也因而建立。反之，信任则会丧失。

公众对相关管理机构信任缺失的原因则在于信任产生的两个条件都遭到了破坏。这一方面与我国社

会整体状况有关，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当前社会普遍存在体制性信任缺失的现象[16]。另一方面，这与近些年

国内一系列“反转”事件有很大关系，如转基因水稻种子非法外传事件、转基因水稻安全证书审批不透明事

件、政府部分机构违规参与转基因黄金大米小学生实验事件等等，这些事件的出现使得公众不仅质疑政府

机构的立场，而且质疑其管控风险的能力，极大破坏了信任产生的基础，最终导致公众信任的丧失。

四、研究结论及启示

综上，本研究有如下结论：第一，我国公众转基因食品认知和接受水平、体制性信任偏低。第二，我国公

众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和转基因食品认知、体制性信任呈正相关关系，认知度、信任度越高，接受度越高；公

众体制性信任对态度的影响大于认知对态度的影响。第三，我国公众转基因食品认知和态度呈正相关关系

的原因在于：与低认知相比，高认知开启了“认知通道”，使公众更倾向于理性抉择而非盲目拒绝；所接受信

息的不对称让公众对转基因产生一定误解，提高认知的过程就是消除误解建立信心的过程。第四，体制性

信任是公众接受科学知识的必要条件和应对技术风险不确定的重要手段。第五，我国公众抵制转基因食品

主要有两个方面原因：转基因食品认知水平偏低和体制性信任的缺失。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我们认为，要改变我国公众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提高公众接受度，需从提高转基因

认知水平和构建公众信任两个方面同时努力。一方面，通过加强转基因技术科学传播，增加公众对转基因

的了解，逐步消除误解，提高转基因认知水平。转基因科学传播需政府、科学界和媒体三方通力协作，由政

府主导搭建科研人员和媒体沟通的桥梁，线上线下全方位进行有效传播，让通俗易懂的转基因知识尽可能

占领各种信息源，方便公众接受一定量的正确知识开启“认知通道”，做出理性的判断。另一方面，构建公众

对转基因相关管理机构及专家的信任。关于信任的理论表明，要构建公众信任，须让公众对管理机构和专家

风险管控的能力、对其价值立场产生信心。这就需要加强制度建设和加大公众参与。通过加强监管体系、完

善相关法律法规等制度建设，让公众对政府风险管控的决心和能力产生信心；通过公众参与，加大公众和管理

机构及专家沟通的力度，让公众在沟通中实现价值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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